为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首》一辩
熊罗生  殷安如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恕冯驩。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这是柳亚子在1949年3月28日写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4月29日，毛泽东写诗作答，题为《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首诗发表后，立即风靡全国，其中“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一句，几十年来作为人们转用和在规劝友人的信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字眼。本来，在中国文人中诗友间的互和唱酬极属平常，不会涉及到太多的原则性问题和政治立场。然而，在那个非凡的年代，当柳亚子的诗附在毛泽东的诗后一发表，一些人对柳亚子的无端指责和贬斥诟议也就开始了。

几十年来（包括最近几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论著有几十种之多，有些作者在未对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诗的背景作任何交待的情况下，均认为柳亚子的诗是“情调低下”，“散发着极端个人主义的气息”，是“未改造好的旧社会走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发出的哀鸣”；甚至称柳亚子为人“不自觉，自视甚高”，“世界观未彻底改造好，思想上，政治上落后于形势”。更有甚者，认为柳亚子“不从国家利益出发”，向毛泽东“要职、要权、要汽车、还要颐和园”……柳亚子一生作诗7000余首，不期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小诗却使他死后遭到非议。我们欲为之一辩，并愿与学术界研究柳亚子的同仁共同商榷。

早在1926年，柳亚子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二次会议，结识了当时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中共党员毛泽东。那年，柳亚子39岁，作为老同盟会员、南社实际负责人和著名诗人，在知识界已颇有影响。他对眼前这位身材魁梧、有着浓郁湘音的青年——毛泽东颇为赏识，两人多次在一起品茶交谈，纵论国事，双方因此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有过在上海合办报纸的协商。这就是毛泽东《和柳亚子先生》诗中“饮茶粤海未能忘”之句的由来。从此开始，柳亚子密切关注着毛泽东及其所从事的事业。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破灭，柳亚子在“复壁”中躲过了蒋介石的搜捕而流亡日本，次年归国来到上海。毛泽东则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建立了井岗山根据地。1929年，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共领导之外，处境十分不利。恰在这时，柳亚子写诗颂赞毛泽东，给予了毛泽东极大的支持。诗云：“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并自注：两列宁是指孙中山先生、毛泽东同志。1932年，在白色恐怖之下，他又写了《怀人四截》，开首一截即以毛泽东为题：“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空处囊。十万大军凭谁握，登坛旗鼓看毛郎。”诗中对毛泽东所从事的事业予以颂扬，并对此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将他与孙中山先生视为两位并世伟人。这既表现了诗人的惊人胆略和政治洞察力，也扩大和加深了毛泽东在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心中的印象，对他的形象的树立和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理解与支持，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两首诗是目前所知最早描写毛泽东的作品，它出现在毛泽东正处于逆境之时，这就显得更为可贵了。这也说明，柳亚子与毛泽东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困顿和厄运的环境里，在相互理解和信赖的基础上产生的。

1937年6月，中国革命发生了新的转折，毛泽东在延安从何香凝的来信中得知隔绝十一年的柳亚子的消息。他当时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在给何香凝的信中欣然写道：“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人中麟凤”。对柳亚子作了极高的评价。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新的内战的爆发又迫在眉睫。不久，毛泽东飞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力图消弭内战，使饱经战争创伤的人民早日休养生息。毛泽东曾几次约请居在重庆的柳亚子叙谈，并与周恩来、王若飞登门拜访，将其在长征中写的《沁园春·雪》一词送呈柳亚子“审正”。回到延安后，又给柳亚子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称柳亚子“勤勤恳恳诲人不倦，”认为柳亚子的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由此可见，柳亚子与毛泽东的友谊确非一般，他们之间的互和唱酬也由来已久，很是平常。

我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并非鲜见而为世人熟知的史实，无非证明，远在《感事呈毛主席》诗出现之前几十年，毛柳之间就有弥深笃厚的友谊和诗词唱酬的来往。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诗词和为人一直是相当敬佩和推崇的。显然，基于这样一种老朋友之间的关系，柳亚子有感而发，一抒胸怀而无所顾忌，写下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是很自然的。

1949年2月，北平刚刚解放，毛泽东即电请滞留在香港的柳亚子北上共商国事。“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一位六十三岁的老人，饱经人世沧桑，一旦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即将成立，其兴奋之情是无法形容的。当柳亚子在离港北上途中写完这首诗后，还特以“生平快意，溢于言表”而“笺”之。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踏着这样一种激越轻快的节奏，呼吸着属于人民的清新而又自由的空气，柳亚子来到了北平——这个千百年来象征着权力的古城，来到了老友毛泽东的身边。1949年3月18日到达北平，3月28日夜柳亚子就写了《感事呈毛主席》诗。然而感的是什么？感从何来？是否就是象一些人说的那样，由于柳亚子一己之私未能满足而向毛泽东大发“牢骚”？还是另有原因？我们有必要排一排柳亚子到达北平后短短十天的活动情况，翻翻他这十天中写下的日记和诗词，才能把握其十几天前还豪情勃发、壮志满怀同《盛事呈毛主席》诗的创作之间的思想变化和精神状态。

3月18日，柳亚子一行上午抵达北平。他和同到北平的四十余位知名人士暂安排在北京六国饭店。柳亚子住该饭店138号，与马思聪、欧阳予倩相邻。由于一路奔波，这天没有安排太多活动，柳亚子晚上九时即就寝。作诗10余首。

19日，上午，李济深、谭平山、朱学范、王昆仑等来访，柳亚子在客厅与他们相叙甚欢。下午，赴北京饭店参加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会议，柳亚子见到了十几位离别多年的老朋友。夜上，叶剑英请客，柳亚子即席发言，满堂喝采，他“颇得意……尽黄酒十余大杯，数年来无此乐事矣”。晚上作诗若干首。

20日，上午几位老友来访，下午费孝通、钱伟长、李广田等来访，三时左右柳亚子赴北京饭店拜会了茅盾和田汉等。晚上参加了学术工作者会议和文协理监会议。归家后作诗若干。

21日，上午沙千里、马奚若、马寅初等先后来访。下午游清华、燕京大学、晤千家驹、张东荪、雷洁琼等人。晚上听取了李维汉的报告，并就此事作诗一首。

22日，上午董必武等来访，下午萧三、文怀沙、叶圣陶等来访，晚上参加了由茅盾主持的文协联席会议。会毕，偕郑振铎、叶圣陶、曹禺等同返寓所，晚上写诗若干首。

23日，因伤风咳嗽，颇感不适，先后接待了齐燕铭、王昆仑来访，未参加户外活动，晚上写诗若干首。

24日，接受了师范大学几位学生的邀请，准备在28日去师大演讲。参加了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了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晚上作诗若干首。

25日，上午与宋云彬、胡愈之长谈，下午同三十多位在北平的知名人士赴机场迎接从平山西柏坡前来的毛泽东。晚上毛泽东派车来接，宴于颐和园益寿堂，归而赋诗四首，表达“二十三年三握手”，“中国于今存列、斯”的喜悦心情。

26日，上午在家与胡愈之、宋云彬二人深谈，下午医生前来为其夫人看病，当天作诗又若干首。

27日，先后有十几位旧友和北平各高校的学生来访，晚上参加了北京市政府举行的欢迎会。又作诗若干首。

28日，赴师大以“认识现实”为题作了演讲，晚上去长安大戏院观剧。归寓时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由以上可知，柳亚子从18日—28日这十天时间，酬酢活动是极其频繁的，与旧友的重逢，新朋友的来访和各种会议活动，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他的心情也非常激动，常常靠吞食安眠药才能入睡。25日，毛泽东从平山西柏坡飞抵北平，他的时间安排之紧张是可以想见的，根本不可能对柳亚子等一大批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的各种问题作周全的考虑。在这10天里，柳亚子作诗40余首，其中均是对亡友的悼念，对旧友重逢喜悦的抒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歌颂，以及对仍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家乡的怀念，看不出他当时有什么不遂心的“牢骚”之词。无论是他的日记还是诗词，都找不出他有“满腹牢骚”要向老友毛泽东倾诉的痕迹。在两人都应酬繁忙，频频奔波的几天中，柳亚子决不可能在毛泽东刚到北平仅4天的时间里，就不知趣地向毛泽东要这要那。一个兴奋异常、疲于应付的人决不可能在此时先考虑自己的私利，这是一个起码的常识。

既然是一首感事诗，总是有感而发。那么在这短短十天中，究竟柳亚子“感”从何来，“感”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根据当时十分接近柳亚子的亲友告诉我们，柳亚子来到北平后，对当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间的某些情况，曾微露不快之意，但又感自己无能为力，故颇为苦闷。这一点在徐文烈、刘斯翰笺注的《柳亚子诗选》一书中也曾提到过（见该书443页）。柳亚子是民革的发起者和组织之一，并担任了民革中央的常委和秘书长，与各民主党派人士的接触也很多，因此对一些问题和人有自己的看法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非常自然的。这些看法是与他个人的利益没有多大关系，无论是他的日记和诗词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对民主党派的问题，柳亚子有看法，也不是今天才有，早在重庆时期，他就坚决反对一些人把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称为“尾巴主义”，并表示自己“只做中共的严师益友，而不做他们的尾巴”。在这之后，1950年共产党整风运动开始，柳亚子也对民主党派中某些成员抹稀泥，当和事佬的做法“殊为失望”，并以“一唱雄鸡白日中，危言无罪圣人聪。劝君莫作模棱语，领袖忧劳重整风”（见《磨剑室诗词集》第1669页）的诗句提出了坦诚批评和劝告。虽然这些事均发生在《感事呈毛主席》诗写作之前或后，但却说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使柳亚子不太满意的现象，故用诗词来向老友毛泽东抒发自己心中的烦闷。

第二，柳亚子来到北平后，应酬活动很多，这在前面的时间表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特别是急着要去北平西山碧云寺恭谒孙中山先生的灵堂和衣冠冢。但是，在当时配备有专车的名册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出无车，确实使他发愁。我们都知道，柳亚子患高度近视，一个人常常难以出门，在上海、桂林、重庆、香港等地居住时，如果没有车轿代步，常常只有取消一些户外活动。到北平后，柳亚子居住在六国饭店，要出门会客和参加会议，就感到不能无车了。在4月1日的日记中他曾写道：“夜餐时与任老夫妇及寰老之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5月5日，在《恭谒孙先生之灵堂有感》诗的“小序”中又说：“余税驾北平之日，馆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谒孙中山先生之灵堂及衣冠冢。嗣迁颐和园，相距益近，相思益切。”最后为了车子的事情，只得“乘毛主席枉驾之便，面陈衷曲。”在《冷摊上得孙中山先生遗像，携归旅邸，供奉案头，感赋二首》中亦写道：“只是碧云成禁地，天涯咫尺感迢途。”因此“出无车”可能也是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的“感”的一个方面，但这决不等于柳亚子在向毛泽东要车，也根本就没有因为无车而向毛泽东“大发牢骚”，闹着要回乡隐居。退一步来看，作为一位为新中国奋斗了几十年且行走不便的老人，即使在当时提出了要车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人据此认为这是“柳亚子个人主义思想”作怪，未免言之过激，不够公允吧！其实，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毛泽东及党和政府也会考虑，用不着柳亚子自己来提出这样的问题。

第三，柳亚子是南明史专家，他对文献古籍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他深深懂得这些东西那怕是只言片语有时也有考证的价值。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熏陶，他一生都十分重视文献古籍的整理、征集和研究工作。在辛亥革命前，他主张要重视“国粹”和研究“国粹”，旨在用它来启迪人民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反抗外来侵略的斗志。辛亥革命后，他一方面坚决反对用“国粹”来抵制新文化和对外来文化有益成份的吸收；另一方面，他又比以前更加重视古籍文献，对确有价值的古籍、古物，常常不惜一切代价搜集收藏。3月18日到北平后，他见到北平琉璃厂一带旧书场很不景气，很多有价值的旧书籍被当作废纸捆扎起来论斤出售。见到这种无知的举动，柳亚子心里隐隐作痛，并向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提出了批评意见，希望中共领导人重视抢救，保存这些文献、文物资料。他还与谭平山的夫人孙荪荃等积极建议筹组北平市文献研究委员会，又多次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筹建中央文史研究机关，并自告奋勇，毛遂自荐愿出任苏南文管会名誉会长一职。他还写信给同乡老友，希望在他的家乡吴江设立文物保管委员会及各区分会。然而，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精力未能顾及，他的建议暂时无法实现。正如毛泽东在5月21日给柳亚子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这些问题都被“泼冷水”。这使柳亚子的热情受到一定的影响，也有一些感慨。要知道，柳亚子对古籍文献的爱护程度，有时甚至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例如：他初到北平后，听说在家乡吴江黎里故居的藏书被窃去了一部《南疆逸史》，他为此茶饭无思，坐卧不安。《南疆逸史》是一部手抄的孤本，研究南明史的珍贵资料。柳亚子为此花了很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事。他要求追究看管藏书人的责任，并责令不惜代价赎回（如盗窃后被卖给古旧书店，愿意付高金赎回），同时又表示在该书收回后立即捐献给国家保存。后经查实，这消息不确实，《南疆逸史》未散失。但柳亚子经过这场虚惊后，表示愿将家乡故居所藏的44000余册古旧图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后于1950年10月办理了捐献手续）。由此可见，对那些将古籍当废纸处理的做法，怎不令柳亚子痛心疾首呢？

第四，柳亚子是一位爱国、爱乡的诗人，只是在那种亡国灭种，生灵涂炭的环境下，才不得不长年在外从事革命，奔走呼号。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浪迹异乡，中间虽有几度在故乡作短暂的停留，但总是来去匆匆。1927年“4·12”政变后，他于5月8日深夜遭到搜捕，脱险离乡后，到1949年3月，已有22年的时间未归故乡了。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情感丰沛的柳亚子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故乡的亲人和一草一木。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他总是握管疾书，用诗词来寄托对故乡的眷念。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大局趋于稳定的情况下，他的这种感情更为炽烈。3月18日，他甫抵北平，即在《三月十八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夜坐有作》诗的末二句写道：“归心慵梦江南好，定鼎终须在北京：”在《赠吴剑芒一首，君为四十六年前亡友陶亚魂所作介者》（大概作于3月20日）末句又吟道：“吴山越水豪情在，欲上隗台睨旧乡。”柳亚子一生无意仕进，偏好写诗修史，他自己也多次提到他不适合官场生活。这些与他祖辈的影响有直接关系。自他的高祖以下，都以隐居乡里谈诗论文，从事乡里文献的著述和修理为乐事。柳亚子在早年即以“分湖旧隐”，而自况自豪，还请人以“分湖旧隐”四字刻了一方印章。他的戏剧界朋友，南社社友陆子美还为他绘制了《分湖旧隐图》，一时名流二、三十人为之作诗题词，在当时文人中传为美谈。柳亚子爱乡思乡之情由此也可见一斑。到北平后，柳亚子还得到一个消息，在吴江北厍的祖居，已被日寇所毁，变成废墟。这一点在他《感事呈毛主席一首》的自注中写道：“余家世居分湖之北，名大胜村。第宅为倭寇所毁。先德旧畴，思之凄绝！”这无疑又加重了他的思乡之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他的长女无非一家及次女无垢及其子光辽，仍居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他为此深感不安。他在给美国的儿子柳无忌的信中曾写道：“黄炎培的儿子被蒋匪杀死，则柳亚子的女儿，又谁能保证呢？”因此柳亚子将自己思乡思亲之情写成“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句向老朋友毛泽东倾诉，希望南方早日解放，早日能见到故乡，与女儿重逢。这与要“官”和“嫌官太小”而闹着“归隐”没有丝毫关系，更何况在写这首诗时，他还根本不知道党和政府对他的去留问题是作何安排呢？就是在6月，他给在美国的儿子柳无忌的信中仍表示，他对中共方面是否留他在北京工作尚不知道，只觉得“一切情形都好，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并劝儿子在暑假中就回国。因此，“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纯是一种感情的抒泻，根本就不是什么“牢骚”之词。而且，我们认为，这种思乡思亲人盼归盼团圆的感情乃是人之常情，与“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完全是两码事，也决不是什么“未彻底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的哀鸣”。谁不念亲人？谁不思故乡？

第五，在这短短的10天中，柳亚子先后三次出席了文协的有关会议，他也是即将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委员。一方面因看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另一方面则因“血压太高”，遵医嘱休假，故未继续参加文代会筹委会的有关会议。他未列名常委，但对此并没有多大的反映，他认为这样反倒可以全力以赴地研究他的南明史了。即使在后来新成立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中没有他的名字，他也是采取一种超然的态度，丝毫没有不满和“牢骚”。然而，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令他感到异常不快的事情，即有某同志对他的诗文作品多有讽议和指责，对他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柳亚子才写信向毛泽东反映，希望能听听他的意见。毛泽东在5月21日给他的回信中，谈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认为“某同志妄评大作，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了“某同志”的指责是“妄评”，他也不同意“某同志”的意见，并劝慰柳亚子，“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以期“今后和他们相处得可能好些”。因此，这次事件的发生，无疑会在《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诗中有所反映。

由以上可知，从18日—28日这10天中，柳亚子在欢乐喜悦之时，确也产生了一些想法和惆怅。他希望能将这些疙瘩和感慨陈述给老友毛泽东，很想听听他的意见和看法，于是《感事呈毛主席》诗就这样从诗人的笔端流出来了。事情就这么简单。柳亚子自己在当时也根本未意识到这一首小诗会得到有些人的“青睐”和隐寓着如此失实的看法。而且在他死后，一些失实之词仍然不销，使柳亚子被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阴影。

关于柳亚子“要官”或“嫌官太小而闹着要去归隐”的问题，从前面排出的10天时间表中可以看出，《感事呈毛主席一首》是柳亚子到北平10天后，而毛泽东到北平仅4天的时候写的。在北平的炮火刚刚平熄，半壁河山仍在敌手的情况下，不要说象柳亚子这样一位一贯为民族为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的人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稍有教养的人也不会有这样不合时宜的要求的。更何况是，柳亚子对党和政府在他去留问题上的态度还一无所知。值得一提的倒是，柳亚子一生拒绝几次升“官”掌权的机会。他曾以“不善实际工作”而只当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三天的秘书就辞职，也以“不屑与小人为伍”而拒绝同蒋介石合作。一位一生都无意仕进，鄙视权利的人，在他的晚年却突然要官要权，这于情能合？于理能通吗？

关于柳亚子向毛泽东“要颐和园”的问题。柳亚子是1949年4月25日移居万寿山颐和园松青斋内之益寿堂的。那么，离开六国饭店而迁居颐和园益寿堂是不是他自己的要求呢？柳亚子在他4月所写的《光明集·卷九（万寿乾集）》的卷首“小序”中说得很明白：“1949年4月22日，齐燕铭同志访余六国饭店，谓将连余夫妇赴西邻万寿山之颐和园益寿堂休养，盖奉毛主席之命来者也。”5月13日，在给尹瘦石的一封信中，他亦提到此事，“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颐和园益寿堂，算是给我养病吧！”翻开柳亚子4月22日的日记，其中又提到：“钱瑞升、齐燕铭来，知我俩将迁入颐和园休养。”从这些文字中可以肯定：一，迁居颐和园一事，柳亚子是在4月22日获知消息的。在此之前，他可能知道自己迟早会迁出六国饭店，但迁居何处则一无所知。二，这件事是出自毛泽东对柳亚子健康的关心而作的安排。三，无论是在诗序中，还是书信、日记中，柳亚子都将迁居颐和园看成是在那里休养，而非久居。在此之前，我们也找不到柳亚子向毛泽东提出要迁居颐和园的任何材料，更不用说“要颐和园”的材料了。那么，为什么有人说柳亚子向毛泽东“要颐和园”呢？问题大概出在柳亚子4月25日移居颐和园。在4月29日上午得到毛泽东的《和柳亚子先生》诗后，连速写的《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及《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的诗上。在前一首诗的第三句和最后二句有“名园客我添诗料”，“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在后一首诗的末二句又有“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之句。一些不了解情况但惯于望文生义的人可能就以此为据，认为柳亚子在向毛泽东“要颐和园”。其实，正如上述，移居颐和园并非柳亚子自己的要求，纯属毛泽东的照顾安排。另外，柳亚子是一位诗人，触景生情，以周围的景致入诗，是诗人常有的事。出于对颐和园这种环境的喜悦，出于对毛泽东这种周到备至的关怀和感激，觉得自己在这种环境里更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来，故发出了“名园客我添诗料”的感慨。对诗词不能机械地来理解，要从当时当地和诗词的总体布局上来研究，更要了解诗人当时的感情，“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两句，其中“名园”应该是诗人暗喻“北京”。因为这首诗是柳亚子在毛泽东为他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而以《和柳亚子先生》作答之后而写的，是针对他自己的《感事呈毛主席一首》“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之句而言的。意思是说，如果党中央和毛泽东希望他长期留在北平工作，他也十分愿意，不一定要回家工作。春来的颐和园对诗人很有吸引力，于是柳亚子以“名园客我添诗料”、“躬耕原不恋吴江”来赞美吟唱颐和园的优美环境。可是到了这年八月，情况就不同了，秋天落叶容易使人伤感，诗人又年老体弱，觉得住在颐和园里太冷清，访友多有不便，冬天也比城里要冷得多，所以到了11月，柳亚子主动要求迁回城里居住，不久即移居城内北京饭店。由此可见，柳亚子移居颐和园根本就不是“要颐和园”那回事，而且在园中待的时间仅半年多一点，前前后后柳亚子无半点让别人指手划脚之处。

《感事呈毛主席一首》是一首“感事诗”，诗中抒发的一些思想、情感、见解和想法，有些过激，不够全面准确，这也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建国在即的时间里，作为一位情感丰沛、爱憎分明的诗人，柳亚子有一些烦恼和惆怅也是完全可能的，但将这些感受用诗歌的形式向老朋友毛泽东倾诉，以沟通思想，征求意见和帮助，这也用不着大惊小怪。值得一提的倒是：这首诗却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诗人柳亚子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皎洁无欺的高尚品德。遗憾的是，毛泽东这封复柳亚子的信，直到他逝世后7年才公开发表，以致横议丛生，一代诗人蒙垢，

事实上，毛、柳二人都把他们这件事看得很平常，并没有因为一来一往的诗词唱和而影响到几十年形成的深厚的友谊。他们之间还是你来我往，随随便便，一有机会，就相互交换各自的诗作。不久，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柳亚子的房子、车子等一系列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建国初的各种大型活动，柳亚子也都参加了。特别是在这首诗写后不久，1949年5月1日，毛泽东亲自拜会了柳亚子，二人还一起在颐和园中泛舟湖上，相处极欢。在那碧波荡漾垂柳成荫的欢乐气氛中，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两首小诗在日后竟会遭到误解和非议，直至今日尚未得到澄清。为此，我们愿为之一辩，以消除那些对柳亚子的不实之词，恢复他的历史本来面目，并希望得到国内外学者、研究者的批评指正。

本文由熊罗生、殷安如二人合作撰写，熊罗生简介见《论南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殷安如原任柳亚子纪念馆馆长，1988年离休，现任该馆名誉馆长。

